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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与土地生产率 

——基于全国 4 省地块层面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仇焕广  刘  乐  李登旺  张崇尚  
 

 

摘要：本文利用 2015 年全国 4 省 1703 个地块层面的调查数据，将地权稳定性纳入单产模型，

考察了土地流转快速发展背景下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营规模

的扩大在短期内不会带来土地生产率的下降，二者之间呈现稳健的“倒 U 型”关系。此外，保障地

权稳定性亦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自有地块单产显著高于转入地块单产，在相关土地交易平台登

记注册对提高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签订纸质土地流转合同和约定土地流转期限对作物

单产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视角出发，政府应该赋予农民更为稳定

的土地使用权，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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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是农业经济学的经典话题之一（例如 Chayanov，

1925），更是关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命题。事实上，

这一负向关系假说自提出之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例如 Sen，1962；Battese and 

Corra，1977；Heltberg，1998），尤其是得到了以发展中国家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

Kimhi，2006；Assuncao and Braido，2007），因而也被视为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除去耕地面积测

量误差（Lamb，2003；Carletto et al.，2013）、遗漏地块质量变量（Bhalla and Roy，1988；Barrett et 

al.，2010）以及规模种植户雇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监督（Eswaran and Kotwal，1985；Barrett，1996）

问题外，学者们更多地将上述负向关系的产生归因于农村地区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完善所导致

的小农户过度投入劳动力这一“非理性行为”（例如 Bardhan，1973；Newell et al.，1997），学者们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机制分析及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7167329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与激励政策研究”（编号：71473255）、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编号：ASTIPIAED-2017-0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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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中国农业数据所做的一系列实证分析亦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相关解释（例如 Fleisher and Liu，

1992；高梦滔、张颖，2006）。 

在政策层面，中国政府则在不断加快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步伐，希望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

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陈锡文，

2013）。当前，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

建设中的引领作用”①。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国超过 1/3 的农村承包土地进

行了流转，经营耕地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超过了 350 万户②。然而，规模经营的快速发

展可能会对粮食单产有负向影响，如许庆（2011）和倪国华、蔡昉（2015）的研究表明：土地经营

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面积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但从提高粮食单产、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引人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结构和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

中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逐渐成为普

遍现象，这一劳动力市场结构使得农户过度投入劳动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以 2015 年为例，全国农

民工总量为 27747 万人，其中，40 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 55.2%③。其次，随着农户劳动力非农

就业比例的不断增加，非农收入已经成为不少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倾向于更少

的劳动投入（Taylor et al.；2003；李明贤、樊英，2013），小农户“精耕细作”的意愿与可能性大大

降低。再者，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农户非农就业增加也催生了省力机械的开发与推广，农业机械对

劳动力的要素替代不断增强（吕炜等，2015；Wang et al.，2016），而农户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

于大型机械设备使用效率的提升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农户的生产能力亦随之提高。显然，在上述现

实背景下，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反向关系成立的条件逐渐被弱化。 

此外，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会通过影响农民对土地权利保障的信心、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长期

预期及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等途径影响农民对农地的长期投资以及新技术、新品种的采用（Deininger 

and Jin，2006；黄季焜、冀县卿，2009），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但是，既有研究在讨论土地经

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时却较少考虑到这一因素。具体来讲，地权不稳定会导致农户对

所使用的土地缺乏安全感，他们对有机肥的使用、秸秆还田等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亦随之下降，难以

合理安排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土地产出效率下降（姚洋，1998）。中国农村土地细碎

化问题严重，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即农村土地经营权在农户

之间的流转（郜亮亮等，2011；Deininger et al.，2014）。农户自有土地与转入土地的不同属性代表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 

11/03/c_1117027676.htm。 

②数据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7/c_1119933443.htm。 

③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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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地权稳定性，不同的转入地因其契约安排情况的不同亦存在使用权稳定性的差异，生产经

营规模的扩大对土地生产率的阻碍作用很可能是地权不稳定导致的。综合考虑上述两种影响因素后，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反向关系同样存疑。 

综上所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断增加、规模经营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土地经营规模

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前提条件逐渐被弱化。此外，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家庭大农场模

式，中国农村土地细碎化程度大，地块是农户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现有相关研究大多从农户层面展

开分析（例如辛良杰等，2009；李文明等，2015），鲜有研究同时考虑地权稳定性和经营规模对农业

生产效率的影响，容易形成有偏估计（例如黄祖辉等，2014；冒佩华等，2015）；现有研究也未充分

考虑转入地块契约安排的差异（例如陈训波等，2011；王建英等，2015）。这些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

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本文拟利用 2015 年全国 4 省 1040 户农户 1703 个地块层面的调查数据，构建地块层面的单产模

型，分别考察在纳入地块属性以及转入地不同的契约安排后，地块大小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为实现该研究目标，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构

建计量经济模型、选择变量并进行数据描述，第四部分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

部分总结研究内容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 

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市场呈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劳动

力雇佣成本不断上涨并存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小农户在土地上投入劳动力的数量（陈锡

文等，2011；林本喜、邓衡山，2012）。小农户的兼业身份使其很难对农作物实行较为细致化的管理，

部分农户甚至出现耕地抛荒现象，这也弱化了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负相关关系存在的

条件。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与新技术对劳动力的要素替代逐渐显现，劳动力已经

不再是制约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核心要素，而扩大土地规模尤其是农户转入自有地块的相邻地块能

够有效解决当前土地细碎化的问题，有助于先进机械设备的使用，从而促进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范红忠、周启良，2014；Wang et al.，2015）。不仅如此，农业规模化发展是实现农业产业集群效

应的前提，对农业的交易效率、生产效率等产生积极影响。与小农户相比，大规模农户拥有更强的

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这都将有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适度扩大生产经营单位的规模，使

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趋向合理，有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

究假说 1： 

H1：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有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地区正发生着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在当前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户间的土地

流转成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必然选择，它同时促进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合理配置（陈海

磊，2014）。不仅如此，土地流转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自有地块与转入地块在地权属性上的差异以及不

同契约安排下转入地之间地权稳定性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农户对于土地使用权稳定性预期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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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将直接影响包括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等在内的改善土壤长期肥力的中长期投资行为，农户倾向

于改善对自有土地和其他使用权更稳定性的土地的长期投资及管理（Deininger and Jin，2006；郜亮

亮等，2013）；而不稳定的地权如同对农户征收了随机税，降低了他们对于该地块未来投资收益的稳

定性及可得性的预期，弱化了其增加当期投资的动力（俞海、黄季焜，2003；Lovo，2016），进而

可能对作物产量产生负向影响。相反，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利于保障农户经济收益的确定性，土地

经营者能够有保障地得到土地长期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有利于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因而也有利于提

高农业生产率。一般而言，自有地块相较于转入地块承包期更长，农户生产决策的自主性更大，因

而具有较好的使用权稳定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H2：地块属性影响土地生产率，自有地块单产高于转入地块。 

而对于不同契约安排的转入地块而言，更为稳定、正式的契约关系能够更好地约束土地流转双

方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转入方使用权的稳定性和收益预期。一般而言，书面合同比口

头合同更为正式，它对于租金形式、租赁期限等的规定可能更为详尽，因而有书面合同的流转地块

有着更强的使用权稳定性；租赁期的长短亦会影响农户的长期投资行为和对土地的经营管理，在较

长的租赁期限内，农户有机会对转入地进行平整、改善其原有的土壤条件及耕作条件，因为他更有

望在未来获得农业长期投入带来的收益。此外，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情况也会影响农户对于转入地

块使用权稳定性的预期。部分地方的农户在村委会或地方政府搭建的不同级别的流转平台对转入地

块进行登记注册，这可以视作政府对转入地块合法性与可持续性的背书，因而，农户对在相关平台

登记注册的转入地块有着更高的使用权稳定性预期。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3： 

H3：转入地在契约安排上的差异会影响土地生产率，签订纸质契约、延长土地流转期限以及在

相关流转交易平台登记注册有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三、计量经济模型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的建立与变量的选择 

农业生产效率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念，包括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全要

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等，目前已有研究大多釆用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即从土地生产率角度研究农业

生产效率（例如李谷成等，2009）。考虑到当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本文采用的指标是土地

生产率，即以单位地块面积上的粮食产量来衡量农业生产率。此外，中国耕地细碎化现象严重，农

户经营总面积分散在多个地块中，本文中农地经营规模指农户某一具体地块的面积。同时，考虑到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本文重点关注由土地流转所导致的经营权稳定性的差异。因而，本文

研究分别从地块属性（即自有地块与转入地块）、流转期限和契约类型三个方面衡量地权稳定性的差

异。 

一般认为，土地生产率受到农业科技、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土地投入等要素投入的影响。但

已有研究表明，资本与劳动投入很有可能是内生于地块面积的，即化肥、农药、机械、劳动投入等

会受到地块面积大小的制约（Bhalla and Roy，1988；范红忠、周启良，2014），且会受到地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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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而在自有地块与转入地之间以及不同契约安排下的转入地之间有所差异。也就是说，经营

规模和使用权稳定性两个因素可以通过影响要素投入的配比关系来影响作物单产，所以在本文中，

研究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是用生产函数来估计，而是分析在各要素价

格给定的情况下，不同规模、不同地权稳定性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①。因此，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准

确性，在后续变量设定中不将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纳入单产模型。考虑到地块质量、农户家庭

特征等可能影响土地生产率的因素，并通过控制县级虚拟变量抵消未观测到的地区差异对农业生产

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最终设定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3 10 15
2

0 1 2 3 1
1 1 1

+ +i i j j m m
i j m

lnY DL lnP ln P SO FM DC PR        
  

                （1） 

（1）式模型用来分析在考虑转入地与自有地块地权属性的差异后，地块大小对土地生产率的影

响。（1）式中，Y 为土地生产率，用该地块亩均单产表示，取对数；DL 为地块属性虚拟变量，自

有地块取值 1，转入地块取值 0；P 表示地块大小，单位为亩，；
2ln P是为了考察经营规模与土地

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而设置的地块大小的平方项； iSO 为控制地块特征的一组变量，

用是否可以灌溉、是否为平地和距离家远近 3 个变量衡量； jFM 是衡量农户家庭特征的一组变量，

分别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当过村干部、户主是否开办过公司、户主是否出县打

过工、非农就业比例、老人占家庭人口比重、家庭地块总数、户主近 3 年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户

主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共 10 个变量，其中，非农就业比例用来衡量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家庭地

块总数用来衡量农户土地细碎化程度，其余变量用来测度农户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DC 是作物

种类虚拟变量，玉米取值 1，水稻取值 0； mPR 是县级虚拟变量； 1 是随机扰动项。 

为了分析考虑转入地块不同契约安排导致地权稳定性差异后地块大小跟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

系，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3 10 15
2

0 1 2 3 4 5 2
1 1 1

+ +i i j j m m
i j m

lnY lnP ln P CT lnCL lnRE SO FM DC P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自有地块样本不进入模型（2），在新加入的 3 个变量中，CT 为表示契约类型的虚拟变量；CL

为土地流转交易合同规定的流转期限，取对数；RE 为表示转入地块时是否在相关交易平台登记注

册的虚拟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项目组 2015 年 7 月利用分层抽样方法对黑龙江、河南、四川、浙江 4 个省

份的入户问卷调查。项目组在每个省随机选取 4 个县，在每个县随机选取 2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

随机抽取 2 个村，并保证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规模经营户 12 户②，普通农户 20 户。其中，对于

                                                
①本文假设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在县内是相同的，所以，如果控制了县级虚变量，就可以不再控制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 

②样本中涵盖的规模经营户指家庭土地经营规模是其所在县平均土地规模两倍及以上的农户，多为当地的家庭农场、

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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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转入地块的农户，在自有地块和转入地种植相同作物的地块中各随机抽取 1 个地块；对于没有转

入地块的农户，在自有地块中随机抽 1 个地块。最终，本文研究共采集到 1040 户样本农户和 1711

个样本地块①。其中，河南省样本农户全部为玉米种植户，浙江省样本农户全部为水稻种植户，四川

省和黑龙江省样本农户既包含水稻种植户又包含玉米种植户。经过处理后得到的有效样本为 1703

个地块。问卷内容涵盖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资产、土地流转、粮食生产投入和产出、信贷需求、风

险管理等。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1。 

 

表 1                              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注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土地生产率 地块单产（公斤/亩） 543.632 171.976 50 1200 

地块属性 自有地块=1，转入地块=0 0.576 0.494 0 1 

契约类型 书面合同=1，口头约定=0 0.284 0.451 0 1 

契约期限 转入地约定的流转时间（年） 1.666 2.516 1 21 

是否登记注册 转入土地是否在交易平台登记注册；是=1，否=0 0.643 0.479 0 1 

地块大小 地块面积大小（亩） 17.433 69.307 0.1 1750 

是否可以灌溉 是=1，否=0 0.757 0.429 0 1 

是否平地 是=1，否=0 0.819 0.385 0 1 

距离家远近 地块距离家远近（公里） 0.944 2.010 0 50 

年龄 户主年龄（岁） 53.221 10.643 25 84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数（年） 6.784 3.072 0 16 

是否当过村干部 户主职业经历；是=1，否=0 0.315 0.465 0 1 

是否开办过公司 户主职业经历；是=1，否=0 0.099 0.299 0 1 

是否出县打过工 户主职业经历；是=1，否=0 0.467 0.499 0 1 

非农就业比例 家庭非农劳动力与家庭总劳动力之比 0.411 0.337 0 1 

老人占家庭人口比重 老人数量与家庭总人口之比 0.351 0.287 0 1 

家庭地块总数 土地细碎化情况（块） 12.21 30.23 1 850 

参加技术培训次数 户主过去3年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次） 1.699 2.695 0 24 

信息渠道个数 户主获取农业信息渠道的个数（个） 3.795 1.902 0 8 

作物虚拟变量 玉米=1，水稻=0 0.533 0.499 0 1 

地区虚拟变量 县级虚拟变量 — — — — 

 

（三）模型内生性讨论 

土地生产率会直接影响到地权稳定性的表征，即影响到农户对土地的转入转出行为和对转入土

地的契约安排，使得地权稳定性成为样本“自选择”的后果，而不是“随机行为”，导致模型产生内

                                                
①考虑到近年来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增加，在实际抽样的过程中，为了防止部分农户信息缺失影响到样本容量，课

题组在部分乡镇随机多选取了 16 个样本，因此，最终采集到 1040 个（1024+16）样本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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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问题。具体来讲，如果土地流转交易的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转出方倾向于把地块质量差的土

地流转出去，而转入方则倾向于对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块通过更稳定的契约安排来保障自身的收益预

期，从而模型中设置的有关地权稳定性的变量DL 、CT 、CL具有内生性。因为土地质量好的地

块很有可能带来较高的单产，转入户也会根据土地质量的好坏进行其对土地管理与投资的决策进而

影响到土地生产率，上述几个变量所识别的地权稳定性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很可能代表的是地块质

量对单产的影响。但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户间的土地流转基本上都发生在村民小组内部或者本村

成员之间，95%以上的转入方都是通过与本村村民或者村干部沟通了解到转出方的土地流转信息，

因而这种“信息不对称”出现的概率很小（如表 2 所示）。另外，本文在模型设定中通过引入地块特

征变量对地块质量进行了控制，这也能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将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一步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2                          转入方土地流转信息获取渠道 

土地流转信息获取渠道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转入方和转出方相互沟通 546 75.62 75.62 

村干部 46 6.37 81.99 

其他村民 100 13.85 95.84 

土地流转信息平台 30 4.16 100.00 

合计 722 100.00 — 

 

四、估计结果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证分析有两部分：一是在考虑转入地块与自有地块属性差异的基础上考察地块大小与

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考虑转入地不同契约安排造成地权稳定性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地块大

小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方程（1）和方程（5）没有控制地块特征与地权稳定性，方程（2）和

方程（6）控制了地块特征，方程（3）和方程（7）控制了地块特征并将地权稳定性纳入单产模型，

方程（4）和方程（8）在方程（3）和方程（7）的基础上纳入了资本投入与雇佣劳动投入两个变量

后对模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①。结果如表 3 所示。对于所有样本地块，无论是否控制地块特征，地

块大小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均存在稳健的“倒 U 型”关系，其一次项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在

纳入地块属性变量后，地块大小一次项的显著性水平为 1%且系数变大，地块属性则在 5%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对地块单产的提高有显著影响。因此，地块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会降低粮食单产，适度

扩大土地规模反而有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这与假说 1 基本一致；自有地块的土地生产率显著高

                                                
①限于文章篇幅，部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在回归结果表格中展示。读者如有兴趣，可向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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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入地块，假说 2 基本得到验证。而对于转入地块而言，地块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倒 U 型”

关系也十分显著，在控制了地块质量、纳入地权稳定性变量后，地块大小这一变量的影响有所提高。 

 

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地块属性对单产影响（所有地块） 契约安排差异对单产的影响（转入地块）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地块属性 — — 
0.013** 

（0.02）

0.015** 

（0.02）
— — — — 

契约类型 — — — — — — 
-0.025 

（0.03） 

-0.024 

（0.03）

流转期限（对数） — — — — — — 
-0.021 

（0.02） 

-0.023 

（0.02）

是否登记注册 — — — — — — 
0.075** 

（0.03） 

0.077** 

（0.04）

地块大小（对数） 
0.022*** 

（0.01） 

0.020*** 

（0.01） 

0.023*** 

（0.02）

0.025*** 

（0.02）

0.017***

（0.02）

0.013*** 

（0.02） 

0.020*** 

（0.02） 

0.022***

（0.02）

地块大小的平方 

（对数） 

--0.003* 

（0.00） 

-0.002* 

（0.00） 

--0.002* 

（0.00）

-0.002** 

（0.00）

-0.002* 

（0.00）

-0.001* 

（0.00） 

-0.002* 

（0.00） 

-0.002* 

（0.00）

资本投入（对数） — — — 
0.008** 

（0.02）
— — — 

0.065** 

（0.03）

劳动投入（对数） — — — 
-0.006 

（0.00）
— — — 

-0.001 

（0.01）

是否可以灌溉 — 
0.012 

（0.03） 

0.011 

（0.03）

0.010 

（0.03）
— 

0.001 

（0.03） 

0.001 

（0.04） 

0.001 

（0.04）

是否平地 — 
0.066*** 

（0.02） 

0.066*** 

（0.02）

0.065*** 

（0.02）
— 

0.089*** 

（0.03） 

0.082*** 

（0.03） 

0.081***

（0.03）

距离家远近 — 
-0.003 

（0.00） 

-0.002 

（0.00）

-0.002 

（0.00）
— 

0.002 

（0.00） 

0.002 

（0.00） 

0.002 

（0.00）

非农就业比例 
-0.023 

（0.02） 

-0.024 

（0.02） 

-0.024 

（0.02）

-0.026 

（0.02）

-0.004 

（0.03）

-0.007 

（0.03） 

-0.012 

（0.03） 

-0.009 

（0.03）

老人比例 
-0.001 

（0.03） 

-0.002 

（0.03） 

-0.002 

（0.03）

0.001 

（0.03）

-0.012 

（0.04）

-0.021 

（0.04） 

-0.024 

（0.04） 

-0.023 

（0.04）

其他家庭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作物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7.330*** 

（0.06） 

7.296*** 

（0.07） 

7.260*** 

（0.08）

6.988*** 

 （0.14）

6.623***

(0.09) 

6.482*** 

（0.10） 

6.638*** 

（0.12） 

6.482***

(0.22) 

调整R2 0.391 0.409 0.422 0.423 0.391 0.409 0.422 0.423 

F值 68.26 62.76 62.03 62.25 17.29 16.85 15.82 15.04 

Prob > 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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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他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当过村干部、户主是否开办过公司、户主是否出县打过工、户主参加技术

培训次数、户主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个数、地块数量等；作物虚拟变量以“水稻”为对照组。 

 

本文得到的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与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在适度经营范围内，

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辛良杰等，2009；杨春华、李国景，2016）。土

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要素配置情况实现的，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必须与资

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相匹配，这样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适度扩大土地经

营规模有利于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和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但过度

扩张土地经营规模可能会因为雇工监督等问题影响作物单产。若考虑自有地块与转入地块的属性，

地块大小与土地生产率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 314 亩；若考虑转入地契约安排差异对使用权稳定性的

影响，转入地地块大小与土地生产率关系的转折点在 148 亩。但是，各地区最优生产经营规模的划

定必须充分考虑地区要素禀赋差异，切忌“一刀切”。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农村土地细碎化程度大，

地块面积相对较小，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土地经营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不应引起对食物供给可持续性的过分忧虑。 

不同的契约安排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则存在差异。方程（7）的回归结果显示，土地流转期限对

作物单产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成熟，农户的契约意识不

强，地块流转期限对农户生产行为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再者，当转出户外出务工状况不理想时，土

地可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很多农户虽然将土地转出，但考虑到非农就业存在不稳定性，其

土地租赁期限普遍较短，交易双方约定流转期限为 1 年的超过样本总量的 70%，5 年以上的不到样

本总量的 10%（见表 4），因而从流转期限看，样本间并无太明显的差异，土地流转期限对农户使用

权稳定性预期的影响还很小。 

 

表 4                                  土地流转契约签订情况 

转入方与转出方关系 交易方约定的流转期限  

 好 中 差 不认识 1 年 2～5 年 5 年以上 

频数（个） 485 215 4 18 557 95 70 

占比（%） 67.18 29.78 0.55 2.49 77.15 13.16 9.69 

累计百分比（%） 67.18 96.96 97.51 100.00 77.15 90.31 100.00 

 

契约类型对土地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假说 3 不一致。这可能与当前土地流转交易对象的

选择以及乡土社会中村规民约的影响有关。中国农户土地流转大多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转入户与

转出户之间关系较好。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转入方表示，自己与转出方私人关系良好（见表 4）。

这种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契约本身的执行，而不在于其具体形式的设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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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除部分合作社及大型种植专业户外，大多数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契约内容单一，

不少农户所谓的“纸质合同”更多的是手写的租金收据，其约束力在乡村内部与口头约定差别不大。

相对应地，是否登记注册变量则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村集体或第三方土地流转交易平台

的发展有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刚刚起步，土地流转时在村委会或者

其他相关交易平台登记注册可以视作政府对土地流转行为的背书，对流转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约束力，

更强化了转入户对土地使用权稳定性的预期。 

其他变量对土地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非农就业比例与

老人比例对农作物单产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在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服务环节外包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应过度夸大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负向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为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验证，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两个变量对模型形式进

行补充，形成典型的生产函数模型，与本文构造的单产模型进行对比。如表 3 所示，方程（4）和方

程（8）与其他方程相比，不管是变量的显著性还是系数的符号，其结果都是一致的。这说明，本文

得到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模型设定合理。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块属性差异、契约类型以及是否登记注册所代表的地权稳定性对土地生产率

的影响，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之前的回归结果进行检验。以是否自有地块为例，PSM

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为每个转入地块挑选一个或一些相似的自有地块进行匹配。其中，相互匹配的不

同地块之间除了土地属性不同外，其他特征均近似相同。这样，基于相互匹配的地块得到的处理效

应可以有效减少由“自选择”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 

为此，首先使用近邻匹配方法进行估计，再通过半径（卡尺）匹配和核匹配方法进行进一步的

稳健性检验。自有地块从匹配后的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使用近邻匹配法，地块属性变量平均

处理效应（ATT）的 t 值为 2.25，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自有地块的单产显著高于转入地块，

匹配后平均处理效应为 30.43 公斤/亩；契约类型 ATT 值的 t 值为 0.44，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签订

纸质合同对地块单产没有显著影响，与前面基本回归方程的结果相一致；是否登记注册这一变量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相关土地交易平台进行登记注册对提高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采用半径（卡尺）匹配方法和核匹配方法估算地权稳定性对地块单产的影响与采用近邻匹配方

法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地权稳定性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该地块的单产，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本文

的理论预期。 

 

表 5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 ATT 值 

地块属性的影响 契约类型的影响 登记注册的影响 
匹配方法 

差异 t 值 差异 t 值 差异 t 值 

近邻匹配 30.43 2.25 10.68 0.44 34.02 2.59 

半径（卡尺）匹配 29.26 2.30 10.26 0.42 30.79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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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匹配 28.24 2.18 6.61 0.30 30.50 2.47 

注：表中的“差异”为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 值），通过 Probit 模型得出倾向得分。各倾向得分模型通过了

配平检验：经过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基本上都小于 10%，且变量的 t 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

性差异的原假设。 

 

五、总结与讨论 

 

与已有文献不同，针对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土地流转不断加快、土地规模经营已是大势所趋这一

现实背景，本文利用 2015 年在全国 4 省地块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在纳入自有地块和转入地

地块属性差异以及转入地不同契约安排所导致的地权稳定性差异后，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

关系，并通过变换模型形式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在地块层面上，由于土地规模经营并不一定带来土地单产水平的下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土

地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地权稳定性的提高有助于土地生产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在考虑自有地块与

转入地地块属性差异后，本文发现，自有地块单产显著高于转入地块；而对于转入地块，签订纸质

契约和约定流转期限未能显著提高粮食单产，而在相关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登记注册对粮食单产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不必因为发展土地规模经营而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产生过多忧虑。。在中国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机械化服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供给，国家应该赋予农民更为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推进土地确权工作，

促进相关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的建立与发展，鼓励并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稳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此外，从提高粮食产量的角度看，2016 年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和各地方政府推出的农业生产经营补

贴向规模经营户倾斜的政策有利于提高规模经营户进行土地流转及生产投资的积极性，有着一定的

现实意义。但是，补贴标准的设立应该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不应片面追求土地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 

本文通过控制地块质量等方法减少了地权稳定性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方法和变换模型形式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结果支撑了本文研究结论。后续研究可以尝

试使用工具变量对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此外，自 2014 年年底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但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尚

未完成，因而本文研究未引入这一变量，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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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 Size, Tenure Security and L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lot-level Survey Data from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Qiu Huanguang  Liu Le  Li Dengwang  Zhang Chongshang 

Abstract: Using plot-level survey data from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land productivity, adding land ownership to a yield estim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largement of farm size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a yield decline, forming instead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Besides,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land 

ownership can increase land productivity. Moreover, the yield of land that is owned originally by farmers i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eing transferred to farmers. Furthermore, it finds that land transfer registr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land productivity in a significant way. Meanwhile, no evidence is found that signing paper contract or the contract 

du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land productivity. To conclud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o guarantee food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farmers with more stable land ownership and promote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of farmland in a 

stead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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